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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伦敦的堂区仪典与社区认同
邓 云 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16、17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在社会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社区认同的巩固是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堂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大的作用。在人口规

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伦敦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

的基本因素之外,还有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贫民阶层对慈善救济的需求等新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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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英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日益加剧,社会的异质性日益突出。尽管社

会变迁是英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但也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起着巨大的消解作用。
不过,英国安然渡过了这一时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个中原因值得探

讨。譬如世俗政府主导的济贫制度的建立,教会主导的仪典体系的巩固等。这些制度和方法将多元

化的社会加以聚合并体系化,使同质性有所恢复,从而形成新的社区认同。在社会转型时期,社区认

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复杂的主题。关于近代早期英国的社区认同,在国外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如阿

彻关于伦敦社区认同的研究[1]58-99,柏林关于伦敦堂区仪典的研究[2]47-66,斯内尔关于英国堂区认同的

研究[3]1-504。在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仅从仪典入手研究16、17世纪伦敦的堂区认同。

一、宗教改革对堂区仪典的冲击

在中世纪,堂区(parish)是天主教会的基层单元,仪典(ritual)是天主教会宗教活动的核心内

容,堂区及其仪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属性。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是对天主教的改革,建立属于英

国自己的民族教会圣公会。在圣公会体系下,教会和仪典的地位大幅下降,这势必影响到堂区仪典

的生存和发展。伦敦堂区仪典亦不例外。下文介绍宗教改革前后伦敦堂区及其仪典的变化。
伦敦堂区归伦敦主教管辖,其数目大约有110个,在12世纪即已成形[4]126。堂区是天主教会

的基层单元,主要执行宗教圣礼、道德说教功能,也执行与善功救赎直接相关的宗教慈善功能。在

堂区内,堂区神父(parishpriest)是首领,由他主持宗教仪典,救赎信徒的灵魂。16世纪宗教改革主

张因信称义,反对善功称义,神父及其主持的仪典在因信称义的过程中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堂区神父也改称堂区牧师,在圣公会系统内称“parson”,亦称“incumbent”、“rector”或“vicar”,在非

圣公会系统内称“parishminister”,其主要职责是向堂区内的平信徒讲经传道。14、15世纪的时

候,伦敦堂区发展出治安、济贫等世俗功能,逐渐成为世俗政府的基层单元。1536年,国会法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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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堂区负责本堂区内贫民的救济与工作安置事宜[5]1028-1029,正式将堂区纳入都铎政府的框架之

内[6]182,堂区成为教俗共用的基层社区。
仪典是天主教会宗教活动的核心内容。在天主教会看来,宗教仪典是基督精神的主要临在与

表达,通过宗教仪典,基督之爱与兄弟情谊就内化在教民的心灵之中。天主教会的宗教仪典主要指

七圣礼,包括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婚礼、圣职礼、忏悔礼、临终礼。其中,圣餐礼通常每周举行一

次,参与最为广泛。仪典与节日密不可分,宗教仪典通常在宗教节日和礼拜日举行。当时重要的宗

教节日有圣诞节(Christmas)、复活节(Easter)、五朔节(MayDay)、施洗约翰节(MidsummerDay)、
元旦节(NewYear’sDay)、主显节(Epiphany)等[7]216。此外,还有圣灵降临节(Pentecost,亦译五旬

节)、圣母升天节(Assumption)、基督降临节(Advent)、耶稣升天节(Ascension)、万圣节(AllSaints’
Day)、大斋节(Lent,亦译四旬斋节)、主显圣容节(Transfiguration)、棕枝主日(PalmSunday)、基督

圣体节(CorpusChristi)等。根据16世纪观察家威廉·哈里森的记述,英国宗教改革前的宗教节

日有63天,非宗教节日有30天,未占用的礼拜日有27天,共计120天[8]36。大多数节日分布在从

圣诞节(12月25日)到施洗约翰节(6月24日)的半年,有学者称之为“仪典的半年”[9]384。
宗教改革期间,英国宗教仪典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教会的主要工作不再是主持圣礼,而是讲

经布道。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善功称义,圣礼特别是教会所建圣礼的地位大幅降低。在英国

圣公会,洗礼和圣餐礼因由基督亲自建立而成为主要的圣礼,坚信礼、婚礼、圣职礼、忏悔礼、临终礼

因由教会建立,其地位相对下降。即使作为主礼的圣餐礼,亦不再每周举行。在伦敦,圣餐礼每月

举行一次[1]90。更激进的清教徒甚至不承认除洗礼和圣餐礼之外的其他五种圣礼的圣礼地位。宗

教改革不仅是宗教和政治改革,也是社会和文化改革。节日不仅是宗教虔诚的一部分,也是大众狂

欢的一部分,许多节日不仅遭到宗教改革者的批评,而且遭到传统文化改革者的抵制。他们指斥这

些节日有严重的神学、道德等瑕疵,或带有非基督教甚至古代异端的痕迹,或纵容酗酒、暴食、性欲、
暴力等罪恶,或浪费时间和金钱而使上帝不悦[7]253-258。1536年,都铎政府法令要求减少宗教节日及

其庆典活动。1549年,一位评论家估计当时英国的宗教节日只有35天[9]385。16世纪60年代崛起

的清教徒对大众娱乐的敌视态度更是众所周知,宗教节日的数量进一步压缩。五朔节、基督圣体

节、耶稣升天节、施洗约翰节处于“仪典的半年”,充斥着性和暴力,是春夏狂欢的典型,在宗教改革

前后很快走向衰落。譬如,五朔节就因其花柱具有色情色彩而备受争议,后又受到一次骚乱的牵

连。根据16世纪历史学家斯托的记载,1517年五朔节期间伦敦发生骚乱。此后,堂区不得不加强

对五朔节的约束,五朔节逐渐衰落下去[10]91。
以上可见,宗教改革对堂区及其仪典形成严重冲击。教会在堂区的力量大为削弱,世俗政府开

始主导堂区体系。堂区的世俗职能大幅上升,如举办济贫事业、维持社会治安;其宗教职能显著下

降,特别是主持仪典的传统职能大为削弱,而辅助圣经学习的讲经布道职能则有所加强。应该说,
在中世纪,在善功救赎理论体系下,堂区凭借仪典的主持,在坚信基督信仰、彰显堂区价值的同时,
也有意无意地加强了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堂区认同。加上当时的社会变迁并不

剧烈,故通过宗教维系的堂区纽带和教民意识十分强劲。不过,随着宗教改革的到来,堂区职能出

现巨大变化。这势必要影响堂区及其仪典的前途,影响堂区及其仪典在聚合人心、形成新的社区认

同方面的能力。下文通过伦敦堂区仪典的参与水平来探讨宗教改革后堂区认同的状况。

二、堂区仪典的参与和社区认同

教堂是堂区的主要公共空间。每逢重要节日,伦敦各个堂区均要在本堂区教堂举行仪典。其

中最重要的是每月举行的圣餐礼。关于伦敦城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水平,由于完备资料的缺失,无法

给出反映全貌的统计数据,但个案统计并不缺乏。第一个例子是萨瑟克的圣萨维尔堂区(StSav-
iourSouthward)。据统计,该堂区在17世纪20年代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高达80%~98%。



第二个例子是阿尔德盖特的圣鲍托尔夫堂区(StBotolphAldgate)。据统计,该堂区在16世纪90
年代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为38%~56%。第三个例子是科尔曼街的圣斯蒂芬堂区(StSte-
phenColemanStreet)。据统计,该堂区在1602年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为75%[1]90。从这三

个例子可以看出,复活节圣餐礼的参与出席率较高。需要说明的是,复活节圣餐礼并不能代表圣餐

礼的全部,其参与出席率通常是最高的。
堂区仪典的参与出席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与堂区的规模有密切关系。通常而言,堂区规

模越小,参与水平越高。小堂区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墙之内,房主数一般在50~200户之间,其参与

水平高一些。上述第三个例子圣斯蒂芬堂区就是墙内堂区,其户主数在200户左右。大堂区主要

集中在伦敦城墙外沿地带,房主数大多超过1000户,其参与水平低一些。上述前两个例子圣萨维

尔堂区、圣鲍托尔夫堂区就是墙外堂区,其户主数均在1000户以上。需要说明的是,圣萨维尔堂

区如此高的参与水平相当难得,在墙外堂区中并不多见。墙外堂区参与水平普遍偏低的基本原因

是堂区教堂无法容纳所有教民。虽然可以采用分组的方法领受圣餐,教民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接触

到堂区内的绝大多数教民,但并没有办法让他们在祈祷时完全真实地感觉到社区的存在。不过,墙
内外堂区的这一差异似乎与时人的记录不相符。墙内堂区会的记录经常抱怨有人缺席,而墙外堂

区的记录则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小堂区中定期参与是更广

泛的[1]90。在墙内堂区,几乎所有房主都有座位,如果有人缺席,则一目了然;在墙外堂区,只有那些

有头有脸的房主才拥有座位,即使有人缺席,其座位也会马上被人占据,所以很难知晓缺席的情况。
伦敦中上层人士大多是商人和作坊主,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宗教改革和新教持支持态度,

因而对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水平较高。除了宗教虔诚的这层因素之外,他们的参与还有社会权力的

因素。转型时期的伦敦充满经济活力,是一座生产新富阶层的城市,这些新富阶层迫切需要通过仪

典来彰显并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堂区圣餐礼出现明显的等级化趋势。这体现在教

堂座位的分配上。教堂座位越来越成为教民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与宗教本身无甚关联。教堂座位

的分配标准是:职位高低、财富多寡、年龄与性别。离圣坛越近,表示地位越高。前排中央座位由堂区

的上层人士占据,包括在堂高级市政官及其他显贵、教会执事,以及“尊贵的”堂区委员。部分座位为

那些愿意支付座位租金的富裕教民预留着,越靠近圣坛租金越高。这样,堂区教堂中最显要的座位由

堂区官吏和富裕教民所占据。年龄与性别也是分配的重要标准,同年龄、同性别的群体往往安排在一

起,宗教改革前即已如此。在教堂,强调的是社区,而不是家庭。不过,宗教改革后也出现了付租金的

家庭座位,这可能与新教改革家对家庭宗教功能的强调有关,但同时必须以财富为基础。处于从属和

依附地位的性别群体或年龄群体通常被安排在一起,包括未婚女子和女仆、贫困的寡妇,以及年少的

男仆和学徒。部分教堂设有楼座,分配给本应出任公职但不愿担任而交纳罚金的富裕教民,以及接受

堂区救济的穷人。穷人的集中,可以彰显他们对富有邻人的依附地位。正因为教堂座位越来越成为

堂区教民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经过一段时间,教会执事就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教民的座位[2]54。
下层人士特别是贫民的参与是影响社区认同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在对堂区圣餐礼参与进行考

察的过程中,有必要特别注意贫民的参与情况。当时有不少资料提到,穷人不如富人虔诚,其宗教

尊奉和仪典参与水平不高。尽管当时的很多富人这样认为,但就此认为穷人缺乏虔诚而不参与仪

典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穷人缺乏书写能力,知识阶层书写的文献资料缺乏

属于穷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在知识阶层书写的文献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为穷人的辩护词。一名

叫特恩布尔(R.Turnbull)的堂区牧师就对富人蔑视穷人的态度提出警告,他认为穷人是“虔信、狂
热、纯洁而诚实的”[1]91。定期参加教堂仪典还是穷人领受救济金的重要条件,出于领受救济金的目

的,一些穷人可能是参加教堂仪典最勤的人员之一。一名叫史密斯(D.Smith)的穷人就希望他所

在贫民所的室友们参加堂区教堂的仪典,因为缺席一次就扣掉2便士[1]91。要对穷人参加教堂仪典

的动机进行深入考察是困难的。不管是出于宗教虔诚,还是出于领受救济金,仪典的参与无疑会提



升堂区在贫民心目中的重要性,从而增强堂区的凝聚力。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时代,堂区仪典无疑为

伦敦多元社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社区认同工具。
作为堂区认同的工具,还有一种特别的堂区仪典值得一提。堂区巡界日(RogationDays,又译

祈祷节)是堂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庆之一,它也是历经宗教改革而幸存的唯一一种堂区巡行。具

体日子是耶稣升天节之前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堂区巡界游行队伍由堂区牧师、两位教会执

事与部分堂区委员领头,后面跟随着一大群堂区少年儿童。游行队伍从教堂出发,沿堂区边界巡游

一周,中途会在堂区界标处停留。这时候,牧师带领众信徒歌唱圣歌,吟诵使徒书,感恩吾主上帝,
也感恩国王的恩赐。堂区巡界实际上是对本堂区辖制区域的公开宣示,是对本堂区土地财产征税

权以及本堂区教民救济责任的宣示。堂区征税范围的大小、救济人口的多少,直接关涉到本堂区所

有教民的利益。对堂区边界的公开宣示,不仅为了防止堂区的土地与财产为别的堂区所侵占,而且

为了凝聚本堂区居民的凝聚力,共同履行慈善救济责任。大量堂区少年儿童的参加,有助于堂区认

同的从小培养。他们通常会在巡游过程中得到小点心和一种特制的小球。通过这种仪典,可以将

堂区地界镶嵌在童年的记忆里。埃克斯钱基的圣巴多罗缪堂区(StBartholomewExchange)的官吏就

称,赠送特制小球就是要孩童们记得巡游线路,等到他们长大时之后,他们就会自觉地维护和保卫堂

区的财产权利,就会自觉地履行堂区的责任。参加仪典的孩童一般来自堂区定居有年的家庭,他们长

大后一般仍留在堂区。在科希尔的圣彼得堂区(StPeterCornhill),所有堂区委员的孩子都得参加。
当遇到边界纠纷时,当年参加过巡界活动的教民就可以根据童年的记忆给出证据。无独有偶,特制小

球的接受者都是男童,他们被指望在日后的边界纠纷中给出特制小球作为证物[2]57-58。
以上可见,宗教改革后伦敦堂区圣餐礼的参与是广泛的,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参与水平很高,社

会下层人士的参与水平也不低。圣餐礼参与的较高水平、堂区巡界日的长盛不衰无疑有效抑制了

宗教改革以来仪典数量下降所带来的堂区认同消解的可能。历经宗教改革的冲击,为什么堂区仪

典参与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 应该说,宗教虔诚是堂区仪典之所以存在的基本根据,在宗教改革前

后并无本质变化。从个人内心的动机而言,宗教改革后伦敦人的宗教虔诚上升了,这不仅表现在富

人中间,也表现在穷人中间。“对于许多人来说,堂区依然是宗教情感的重要归属所在。”[1]98堂区仪

典参与之所以保持在较高水平,其原因不仅在于宗教虔诚,而且需要到社会变迁中去找寻。下文结

合当时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对影响仪典参与的因素加以简要分析。

三、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仪典与社区认同

16、17世纪的伦敦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社会,社会急遽变迁,多元性迅速成长。1500-1650年

间,伦敦人口翻了三番,从5万[11]241增长到40万[12]316,人口增长之快,大大超过了12、13世纪,形成

伦敦人口的第二个高增长期。紧随人口高增长而来的是人口结构失衡与社会分化加剧。一是外来

人口畸重。据研究,16世纪晚期17世纪早期外来移民在伦敦人口中的比重高达70%以上[13]161。
事实上,推动伦敦人口急剧膨胀的主要因素就是外来移民。二是年轻人口畸重。据研究,16世纪

晚期17世纪早期伦敦的年轻人口(25岁以下)所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63%以上[14]74。三是贫困人

口特别是流浪汉畸重。据研究,16世纪中晚期伦敦城贫困人口的比重是14%左右[1]153。1552年伦

敦城“懒惰成性”的流浪汉有200户[15]21,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此后还有上升。在伦敦城郊区,
贫困和流浪的规模无疑更大。人口的高流动性、年轻化、贫困化,无疑大大加强了伦敦社会的异质

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对社区认同和社会稳定提出迫切要求。不过,即使在16世纪90年代的饥馑时

期,以及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时期,伦敦均未出现来自底层的大规模社会暴动,仅仅出现政治和

宗教革命。伦敦如此,英国其他地方亦如此。英国基层社会基本稳定,基于贫富分化的社会暴动基

本销声匿迹。从16、17世纪英国的经历来看,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社会的社会分化是不可避免

的,但基层社会的大规模动荡是可以避免的。社区认同可以部分消解人们之间的疏离感,是避免社



会动荡、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从16、17世纪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社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很好的作用。在

伦敦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的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出席

率。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与传统文化的魅力之外,还有两个新因素在持续发挥作用。一个新因

素是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古往今来,仪典都是彰显社会权力的有效手段。在宗教改革前,
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富人不多且在宗教上的地位低于穷人,而神职人员的地位突出,仪典主要是彰

显教会和神职人员权力的手段。在宗教改革期间及其后,神职人员的地位下降,富人在经济和宗教

上的地位大幅上升,仪典成为富人彰显社会权力、提升社会地位的有效手段。另一个新因素是贫民

阶层对慈善救济的需求。济贫本来是宗教慈善的一部分,是富人向穷人进贡进而获得灵魂救赎的

基本途径之一。在宗教改革后,济贫成为世俗公益的一部分,堂区将参加仪典与接受济贫相联系,
使仪典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部分穷人对堂区仪典的参与热情,主要出于领受救济金的目的。
总体看来,推进堂区仪典参与的因素主要有宗教虔诚、社会权力、慈善救济等。这些因素尽管在宗

教改革前就存在,但其重要性明显有别。在宗教改革前,主要是教会权力与宗教虔诚。在宗教改革

后,宗教虔诚仍然重要,但世俗权力的上升、社会救济的捆绑等新因素在提升堂区仪典参与水平、消
解人口疏离和流动、重组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堂区仪典用一条来自传统的宗教情感纽

带,外加权力象征和利益捆绑的世俗链条,将社会中上层与下层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新富阶层与

贫民阶层联结为一体,从而成为推进转型时期伦敦社区认同的有力手段。
综上所述,16、17世纪的英国之所以能在社会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社区认同

的巩固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伦敦的经历来看,仪典在推进堂区认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起过大

的作用。在人口规模快速膨胀、教堂仪典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伦敦堂区仪典仍能维持较高的参与水

平。究其原因,除了宗教虔诚的基本因素之外,还有新富阶层对社会权力的追求、贫民阶层对慈善

救济的需求等新因素的作用。关于近代早期伦敦堂区仪典与社区认同的研究,可以加深对城市社

会转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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